
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与生存环境 

□许嘉璐 

 

一、“文化发生”的界定 

我所说的文化的“发生”，指的是当人刚刚成为人时，以及人类

靠着血缘聚集为人群(即形成部落或部族)时文化现象的出现。文化和

人类是同时出现的，二者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

史。 

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文化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其特征都是

基于其“胚胎”的种种因素。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各具特色，也应

该是基于其初始时期的主客观因素。 

对文化发生的研究，是为了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源，进而能更清晰

地认识民族文化延绵、发展到后世所呈现的“当然”之“所以然”。

只有这样寻根究底，才能达到文化的自觉，从而把民族文化今后的走

向思考清楚。 

二、有关文化发生条件的种种论述 

对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

述。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

(ASTUDY OF HISTORY)1中对此有过不少论述。例如： 

各个文明不是起源于单因，而是起源于多因：文明的起因不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73页) 

就人类而言，就道的要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



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同上，

72页)  

艰苦的国家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利的。(同上，95页) 

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异的环境中降生的。通过对惩罚引

起的各种效果的考察，我们得出了一条可以用公式来表达的法则：“挑

战越大，刺激越强。”(同上，106页) 

无论是过分的挑战还是过弱的挑战都不能引起一种创造性的应

战；我们也看到，一次刚好介于过分边缘的挑战，乍看起来似乎是所

有挑战中最具刺激的一种，却趋于对它的应战者予以致命的惩罚，致

使其止步不前。(同上，118页) 

综合汤恩比的观点，他表述了这样几点：①决定文化发生时状况

的要素有多种；②自然条件是其中重要要素之一；③文化发生于自然

环境并不好，但也并非十分恶劣的条件下；④决定文化发生的另一个

要素是人类主观对客观环境的应战。 

针对具体文化，学者们也都注意到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犹太文

明》2的作者们写道： 

迦南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对犹太文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5－6页) 

诸多复杂矛盾的地理要素在迦南的统纳并容，造就了在这里成长

的人们不仅具有突出的综合心理素质，而且更能适应各种生存环境。

(同上，6页) 

在人们研究伊斯兰文化时也都注意到环境对这一文化的发生的



影响。阿拉伯半岛的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除了也门的一些地方)

不得不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正是游牧部落的神圣社会为他(穆

罕默德)提供了伊斯兰教的大部分道德标准”，“穆罕默德在麦加期间，

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热烈地宣传游牧民族关于公正、平等和同

胞之爱的观念”。“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游牧社会的贝都因人(“游牧

者”)似乎更尊崇后者。他们认为月亮是自己生活的支配者，它使水

蒸气凝结成露水，滴在牧场上，滋润植物生长；而太阳却以灼热的光

无情地烤晒着贝都因人，摧残着一切动植物。”3 

钱穆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时，也有过相似的论述：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

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史

导论》，序 2页) 

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的刺

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

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同上，正文 7页)4 

综观钱先生的论述，其意为：①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精神；②中

国文化在苦瘠的环境中产生，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勤奋、朴素即由此

生成。费孝通先生曾经说： 

(中华民族最初生活的地区)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

跨度又达 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

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

架里形成的。5 



显然，学者们都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三、中华文化发生的环境 

中华文化发生于黄河中下游。黄河中游的许多支流；黄河下游，

即河南、山东黄河支流丘陵地区。这些地方，一方面适宜灌溉耕作，

另一方面天灾水患不断。这样的环境，使得中华民族的初民较早地进

入农业时代。 

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面临的两个方面的挑战：农耕生产的稳定性、

延续性和应对大自然挑战的能力。农耕与游牧相反，后者需要不断迁

徙，“逐水草而居”；前者则必须做到耕作者与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

耕作技术与作物都需要不断继承。同时，耕作者主观方面还需要具备

以下品质：研究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天文、气象、山川、河流等

等)规律、耕地特性，并积累和改进耕作技术。 

作为对大自然的应战，中华民族自身，逐步建设了这样的文化：

重视家庭(在农业社会，这是最小的生产单位，也是国家的缩微)、义

务(这是构成稳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

是维持生产、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现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稳定性阻

碍了“天启”思想的普及)；思想方法则不重冥想而重实事求是，不

走极端而较辨证。 

长江流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整体，是较晚的事情。长江流域，特

别是其三角洲，自然条件要比黄河中下游优越得多，其文化发生也并

不比黄河中下游迟。何以中华文化的主体来自黄河中下游，而不是长



自然环境优越，对人的“刺激”

不够多，不够强烈，需要人们做出的“应战”不复杂，不急迫，因而

延缓了文化的成长。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倒要庆幸中华

民族主体文化从发生到发展，一直在黄河中下游，而没有遇到长江三

角洲(或珠江三角洲)那样的环境。 

由发生于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华

民族从现实生活中、在迎战大自然的刺激过程中体验出来的，是符合

客观世界规律的，因而后世地域扩大，条件变化，甚至屡经磨难，而

从文化初始阶段开始形成的核心却能够依然不变。 

与之相对照的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天启说”(或“天

示说”)：一切自然的灾害和人世间的规律，都是神(主或真主)创造

的；灾害是对人违背“诫命”的惩罚，只要重新皈依、谨守“诫命”，

就可以“救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上真善美的标准，“诫命”中

已经都制订完备。这样，一旦现代科学破除了对“天启”的绝对信仰，

世俗的规矩就要由人来从头制订，像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

的价值观，就是在背叛了宗教“诫命”后形成的。而这种没有历史根

基的文化的威力实际上是无法与经历了几千年磨练的中华文化相比

的。 

四、环境所决定的中华文化核心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民族逐步向长江流域扩展，文化中又先后融进了南方的内容。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为“多元一体的格局”6，是很准确的论断。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自其发生的时候起，就不是封闭的。中华民族从



来不仇视异族，不动不动就诉诸武力，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

来之”，7“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8对异族人

尚且不拒，对异质文化自然更能够包容。中华文化不但从不阻挡来自

身边的文化的影响，即使是海外的从不熟悉的文化也在欢迎之列。例

之，吸取之。人们常说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精神实

质其实就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自信心基础上的开放。 

对于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因素，中华文化也从不拒绝。为了在有限

的土地面积上增加作物产量，也为了满足与农业孪生的手工业不断发

展、提高的需要，中华民族自古就具备了钻研技术的精神。虽然由于

长期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重文轻理、重“本”轻“末”，抑制

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直到明初，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还

是最发达的。 

中华文化也并不反对民主和法制。春秋时代的民本思想 9，到战

国时已经正式形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 10。虽然当

时所谓的“民”与今天的内涵、外延并不等同，但是至少它不是以社

会顶端的一个或几个人为本。这与西方由宗教而发展出来的文化由神

来决定一切显然不同。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法”的重要。最初刑与

法不分，律法和礼法不分，至迟到春秋时已有子产相郑“铸刑书”的

记载 11。此后，李悝、商鞅、萧何等人都曾为国立法 12。自汉迄清，

历朝不断。虽然古代的法是所谓“私法”，非如后世由全民或代议机

构所制订的“公法”，但法(或曰律，或曰刑)深入民心(例如“没了王



法”的说法时时可闻)，则是事实。在此基础上，今日实行法治，顺

理成章。 

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制，是现代社会的两大要素。通观中华文化历

史，以其博大精深，善容善进，凡属于我有益者，来则不拒。可以推

见，若容其自然发展，与异质文化交流互补，中华文化也会渐进至现

代化。西人于此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

独立实现近代化转变的原因，在于其自身传统中很难孕育出科学精神

等“近代价值”13。换言之，中国人应该感谢西方列强的兵舰和鸦片，

没有这种冲击，中国人将永远生活在混沌之中。相信深入了解中华文

化的人们绝不会同意这种以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以欧洲文化)为中

心的偏见。 

五、中华文化经受的冲击 

在中华文化史上，五胡乱华、蒙古族入主中原和西方列强侵入中

国，是三次大的冲击。前两次，都是落后的文化战胜了先进的中华文

化，最后以中华文化吸收异质文化从而得到丰富、政权重新回到占有

中华文化主体的中原人手中而告终。这最近一次冲击，则是先进的工

业文化对中华农业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至今还没有完结。 

毋庸讳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对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形成

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华文化是否能够经受得了？这是关心中华文化

的人所十分关心的。 

人类自其童年时代起，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接触与冲击就没有中

断过。时至今日,已难统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有多少在文化接



触与冲击中消失了。就可以考见的历史事实而言,大凡文化根基不深、

雅俗文化不能贯通相融、国力长期不强的,就极易在激荡的环境中败

北。 

所谓根基深,是指文化所及,不仅在文学艺术、饮食起居、礼仪职

官这些领域,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体系；文化所浸,

既在社会上层,也渗透到社会底层,进人整个社会的所有边沿角落,代

代相延。 

所谓雅俗文化相互融通,是指社会上层文化逐渐普及到社会底层,使

俗文化得到丰富提高；社会底层的文化不断升华, 渐渐被雅文化所吸

收, 使雅文化不断充实发展。 

所谓国力长期强盛, 并不是以年计, 甚至不以年代（十年）计。

试看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曾经起到巨大作用的汉、唐、宋、明 

、清等朝, 都是经历了几百年才衰落灭亡的。世界史上也不乏这类证

据。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不是转瞬即逝。国力强, 证明着其文化的

生命力强；国力强则对异质文化的容纳消化力大, 被融化的可能性小。

曾经强大的国家之消亡, 总要经历以强大之国傲视世界, 以自己的

一切均为世上最美好事物的“ 自我崇拜” 阶段。而只要堕人“ 自 

我崇拜” 的迷梦之中, 其自身的弱点就将难以发现和承认, 弱点的

积累和放大将成为国力削弱的主要因素, 来自内部（即非来自外部的

“ 敌国外患”）的动力和挑战将渐渐减弱, 于是, 前进的步伐也就

缓慢下来, 直至停滞。这正如《圣经·蔑言》所说“ 骄横是毁亡的

先声, 傲慢是陨落的前导。”14 



平心而论, 中华文化之深厚、历代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交融互

动, 在人类历史上都“ 无出其右者”；中华文化也曾经吃过“ 自我

崇拜” 的大亏, 至今还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痛心疾首的伤痛, 而且

已经自觉到即使再过一两个世纪中华民族也难以具备可以“ 自我崇

拜” 的本钱。 

上述三个条件既备, 中华民族应该有信心以高昂的精神, 以“ 文化

自觉” 的意识, 继续应对这第三次的巨大冲击, 并在这过程中发展 

中华文化, 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华文化迎接对新“刺激” 所做的成功“应战”,其结果,将不单是

中华民族受益。汤恩比说： 

“超工业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中国

方式——是僵化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也都提供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所

必不可少的东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僵化型的中国方

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

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

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 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

宁。” 

“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

条新路, 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

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

当的结合体。”15 



现在, 新路正在探索中开辟, 中华民族, 作为拥有人类历史上

独一无二的悠久博大文化的伟大民族, 为人类的继续生存、幸福和安

宁做出自己的贡献, 应该说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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